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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倾向

——基于积极和消极视角

管  健 *
a

［摘　要］  社会阶层是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分的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在同一

集团中成员之间具有相类似的态度、行为、价值和心理模式。以往研究大多倾向于低阶层的负面效应，

出现典型性消极指标。事实上，低阶层相较于高阶层有许多很少被关注的积极效应。对于系统公正

论、社会支配论、局部阶梯效应等理论中对社会阶层的争议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未来研究可以从影响阶

层感知变量、诱导范式效果，以及启动形式的多样化、认知神经视角、跨文化的差异和干预等方面强化

低阶层的优势特性，促进消极心态良性转化。

［关键词］  社会阶层；低社会阶层；高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认知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从均等化转向为阶层化，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引起

了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以往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更加注重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的考察，在心理学层

面略有涉及，但相比前两个学科而言亟待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同时，相关的心理层面的研究也大多认

为，低阶层囿于很多因素的干扰而呈现负面且消极的心理效应，尤其在心理健康、歧视知觉、压力体验

等方面更是如此。低阶层的典型社会心理与行为倾向不断积累和积聚，进而容易形成社会不稳定因

素。那么，一味放大低社会阶层的消极性，而忽视其积极性是否合理，由此文章在分析消极性的基础

上归纳了低阶层呈现的积极效能，探讨社会阶层的差别对个体或群体的整体影响，并通过目前的相关

争议性问题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 心理学视角中社会阶层的概念

1.  心理学视角中社会阶层的界定。在对社会阶层的传统定义中，强调了同一阶层中群体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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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行为和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Kraus 等人在研究中给出的定义偏重于社会阶层的划分过程，

认为社会阶层是由经济、政治等原因形成的，在社会层次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存在客观社会资源

差异并感知到由此造成社会地位差异的群体（Kraus，Piff & Keltner，2009 ；Kraus，Piff，Mendoza-

Denton，Rheinschmidt & Keltner，2012）。这一定义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基于经济资源、

社会地位等客观信息所划分的阶层是传统社会阶层研究中的重要划分依据，而心理学视野下的研

究则关注个体对于这些划分依据的认知情况。在这一定义中，被划分为同一阶层的个体需要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客观的社会资源差异，二是对此差异有较为准确的感知并认同这一差异的

存在。

2.  心理学视角中社会阶层的测量。在社会阶层的测量方法上，研究者普遍采用社会经济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SES）对于个体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界定，常见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受教育

程度、收入和职业等。然而，这些变量都属于客观变量，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社会阶层定义中

的主观成分。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与社会阶层相关

的心理层面乃至生理指标。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仍有很强的解释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对于社会阶层中主观成分进行测量和研究的重要意义（Kraus & 

Stephens，2012）。在主观成分的测量中，一般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以量表法来测量社会阶层

一般显现为自我报告的形式，但是由于社会阶层是极为敏感的话题，采用自我报告法常会遭受到来自

社会赞许性和实验者效应的干扰。

3.  心理学视角下社会阶层的多重取向。由社会阶层所引发的个体及群体差异已经涉及到各个学

科领域的不同研究范式之中，而心理学的研究则更关注不同社会阶层者在心理特质和社会心理表现上

的差异。心理学视角下在社会阶层研究方面的四种取向主要包括：（1）社会阶层的劳资视角，该视角

主要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阶层冲突和资本的视角，认为阶层是在权力、收入的分化下而带来不

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2）社会阶层的健康心理视角，该视角强调不同阶层的健康风险、幸福感、情绪

体验、压力反应等，且由此产生健康的分化。（3）社会阶层的文化视角，该视角认为阶层逐渐具化，聚

合成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态度和行为习惯，并试图从这些方面考察社会阶层间差异

的本质特征。（4）社会阶层的认知视角，该视角强调阶层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并由此产生相联结

的思维方式、自我概念和认知图示，以及相关的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和以社会决策为核心的

社会事件认知。

二、 低社会阶层的消极影响

1.  低社会阶层具有较低的生理健康状况。低阶层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会将大量的生活精力投

入到谋生之中，这样一方面自身的物质资源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谋生的需要而忽视了健

康的生活方式（Zapolski，et al.，2014）。也正是由于不能为自身创造资源以及更优质的生活环境，从而

导致自身的生理健康状况相较低于高阶层，反映体内压力水平的皮质醇激素就是一个较常用的生理测

量指标（Johannes & Ernst ，2014）。Quon等（2014）发现，青少年更低的主观经济地位，以及个人在社

区中更低的客观经济地位都会导致更差的生理健康状况，而在考虑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

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就业率与青少年个体的健康状况也呈现正相关。患长期慢性病的群体中，处于低阶

层的青少年患有哮喘和肥胖等长期慢性病几率也更高（Schreier & Chen，2013）。

2.  低社会阶层更具负面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阶层对于个体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除了身体方

面，还来自于心理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低阶层者在社会系统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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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更多来自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并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面对生活中诸多不确定因素，低阶层无

论是在潜在的意识层面还是外显的行为层面都表现出更多的谨慎、悲观和怀疑特质。额外的认知负

担也往往会为他们带来负面的心理健康影响，焦虑感就是这种影响较为集中的体现之一。低阶层常

自我报告带有敌意性情绪和焦虑感。研究者发现，低阶层者在与他人沟通和社会交往中，也常常会

报告自己感受到更多的敌意情绪，低社会阶层个体威胁警惕性也明显高于高阶层个体（Kraus，Piff，

Rheinschmidt & Keltner，2012）。

3.  低社会阶层更易削弱社会决策能力。除了物质资源匮乏外，低阶层因贫困而占据或消耗了

有限的心理资源，因而难于做出更理性的决策，以及在同等选择下的消极情绪积聚（Stephens，et al.，

2007 ；吕小康等，2014）。低阶层会削弱个体或群体的决策能力，主要是因为低社会阶层注意力损耗、

意志力损耗和认知控制损耗都诱发个体表现出非理性决策。来自死亡率较高和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

低阶层被试会在决策实验中选择可以立即获得的较低收益，而高社会阶层的被试则在决策中表现出更

高的延迟满足倾向，他们会把眼光放得更长远，选择进行等待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另一项研究中也

证实了相似的结论，发现尽管推迟生育时间可能更有助于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但低阶层的被试仍会

选择更早的年龄生育（Griskevicius，Vladas，et al.，2011）。

4.  低社会阶层具有较低的社会控制感。Kraus和Stephens（2012）利用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方法，

对于低阶层和高阶层在情感与道德方面的差异做出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低经济地位的

个体往往呈现出较少的自身控制感，具体会表现为无助感和对事物的不可控，以及基于环境的自我

概念和社会认知倾向；而高经济地位的个体则在意识与行为中表现出更多的自由，具有基于个人的

自我概念和社会认知倾向（Kraus，Piff & Keltner，2009 ；Piff，2014）。高阶层者由于具有更多的社

会资源和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资源的支配与使用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

的控制感以及更高的心理权力（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而低阶层则具有较低的控制感和自我效

能感。

5.  低社会阶层认知表现与学业成绩更易弱化。社会阶层会带来认知表现和学业成绩的降低，

相关的刻板印象威胁实验也不断证明低社会阶层所展现出的相对较弱的认知表现和学业成绩。

Johnson 等（2011）证实了不同阶层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的正相关。通过让学生们讨论

关于学业成就的自我表征问题的方式来启动学生的社会阶层概念，发现在进行学业成就讨论的学

生中，低阶层学生会在随后的实验过程中消耗掉更多的糖果，并在 Stroop 实验中表现更差，而在没

有讨论学业问题的对照组，不同阶层的学生则没有表现出差异。这说明对于被试低社会阶层身份

的启动会引起他们在自我控制方面更多的损耗，从而使自我控制力度降低，并同时引起认知表现的

下降。

三、 低社会阶层的积极效能

以上可知，以往研究大多倾向于低社会阶层的负面效应，出现典型性消极指标。事实上，低社会

阶层相较于高社会阶层有许多很少被关注的积极效应。

1.  低社会阶层具有更高的自我监控性。低社会阶层长期处于生活压力之下，他们更倾向于关

注他人需要和他人评价，他们必须依靠他人来帮助自己达成生活目标。因此他们需要时刻监控自己

的态度和行为，以保证他人对自己形成良好的印象，从而获得他人的帮助。在原则问题上，低阶层者

为社会规范和社会失范行为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Zapolski et al.，2014），这也是自我监控性高

的一种表现。低阶层者在对待关于违反社会规范的问题上更有原则性，他们在通常情况下更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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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违反社会规范；而在采取社会失范行为的时候，低社会阶层者也往往会具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他

们更具自我监控性，对于自我的要求也往往更加严格，这实际上也是资源匮乏的一种长期被迫性反

应使然。

2.  低社会阶层更注重人际认知。对于高阶层者和低阶层者而言，他们在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数量

上有所差异，这使得他们在整体的认知方式和归因风格上都存在着不同。高阶层者对于事物拥有较

高的控制能力，在进行决策时也会有更宽泛的选择范围，因而其整体会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

方式，在归因风格上具有内归因模式。而低阶层者由于占有社会资源较少，在其所面临的情境中容易

缺乏足够的掌控能力，对外部依赖感更强，更容易听命于外部安排，因而他们容易形成外归因模式（杨

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Kraus、Piff 和 Keltner（2012）将这一现象总结为，低阶层者认为社会范畴

是由社会本身结构决定的，高阶层者更关注范畴本身，在解释社会事件或是贫富差异过大等社会问题

时，低阶层者也会表现出从外部环境做出解释的认知倾向。此外，低阶层者会关注人际关系的认知倾

向，从人际关系角度出发去认识和理解复杂的生活情境，而高阶层者则更加依赖财富的作用，因而更

加关注物质资源方面的因素（Piff et al.，2012）。

3.  低社会阶层更具公正信念。公正信念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个人特质，在不同的阶层中展现也有

所不同。系统公正论认为，低阶层个体与高阶层的个体相比，更倾向于去维护当前存在的政府和制

度，认为现存的系统是公正且合理的（杨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 ；Jost，2011）。低社会阶层居于被

支配的地位，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Jost 等（2011）认为，低阶层群

体对政府更为信任和支持。这是因为，低阶层者在资源竞争中难以与高阶层者相抗衡，因此会寄希望

于通过国家干预使自身的资源分配得到保障，而高阶层个体的生存依赖于自由市场的存在，其态度上

更强调不依托于政府的自由感。Brandt（2013）指出，相比较高阶层而言，低阶层的被试更倾向于信

任政府等社会机构，乐于维护现状。进一步看，这种自身对于政府的信任感会转变成为对于高权威的

关注。Brandt 和 Henry（2012）发现，低阶层反而具有更高的权威主义倾向，对权威有更高水平的服从，

也更强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性。在启动了社会公平信念的条件下，低阶层群体也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

心理特质，如更脚踏实地地愿意为了自己设定的长远目标而努力工作，并为此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Laurin，Fitzsimons & Kay，2011）。

4.  低社会阶层更具道德感。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低社会阶层是犯罪率高发的罪魁祸首，事

实上Piff等（2012）曾对于不同阶层者的道德感和道德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现实场景下还是

实验室中，反而高阶层更多地表现出不道德行为。例如，违反交通法规和在与他人竞争中欺骗对手，

而低阶层则在道德感层面表现得更具遵从性。在一些道德两难实验中，高阶层常会忽视问题情境中

的道德因素，做出更具功利主义的选择，而低阶层更倾向于从道德角度出发去考虑全局问题（Côté& 

Piff，2013）。低阶层的道德感不仅在体现于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和规范上，对于社会规范的违反者也

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呈现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念。Kraus 和 Keltner（2013）发现，在对

待惩罚罪犯的问题上，低阶层者更倾向于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而不是像高阶层者那样简单地进行惩

罚。这种差异可能是来自于对形成社会阶层观点的不同，高阶层者更认同社会阶层是建立在遗传基础

和生态差异之上的，因此需要惩罚和付出代价；而低阶层认为社会阶层属性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产生

影响的，因此也更加认可教育的方式可以消除罪犯的违法行为。

5.  低社会阶层更具积极情绪体验。一般性观点认为，处在社会高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更快乐，因

为处在经济社会高层的人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满足更多的需求，但是相关研究却发现，高阶层

的个体往往面临较大的工作和社会压力，分享亲情、友爱的时间减少，主观幸福感反而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正如 Paul、Melvin 和 Reder（1974）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认为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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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幸福感在跨时间和跨文化的比较下并无正相关的趋势，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的影响呈现负向相关。

Frank（2012）通过对于自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之后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也证实了相对经济地位与主

观幸福感的独立性。在控制了经济地位的因素之后，低阶层也会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处理人际关系而具

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

6.  低阶层具有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由于社会竞争和流动总体上呈现出高阶层者占主导地位，

低社会阶层者很难通过个人力量改变社会环境，因此需要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以使自己具有更强的

竞争力（李琼，郭永玉，2008）。这一点体现于人际交往之中，对于交互对象的适应方面，低社会阶层

者能够在与人交往中具有更出色的察言观色能力，通过准确地识别对方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低阶

层者会有意识地调整自己与对方的交流方式（Kraus et al.，2012）。另一方面，低社会阶层者在面对逆

境时，也会展现出更多的心理韧性。Wu 等（2011）发现，低阶层的农村青少年面对逆境时有更强的心

理调适能力，环境的不确定性还可能使童年贫穷的个体在挑战任务中更能坚持不懈，勇往直前（Mittal 

& Griskevicius，2014）。

7.  低阶层更具社会亲和性。高社会阶层者由于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感知到较高社会

地位的同时，长此以往形成自我主义的认知倾向，从而容易忽略情境因素（Piff，2014）。相比之

下，具有基于环境认知倾向的低阶层者则更容易关注到周围人所遇到的困难，低阶层者的生活状

态决定着他们对于困难的场景更为熟悉，也会因此而显现出更高的共情水平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Stellar 等（2012）等通过实验发现，与高阶层社会成员相比，低阶层社会成员对他人的遭遇能给予

更多的共情，关怀他人所遇到的困难，并在社会互动中体现出同情行为。Kraus 和 Keltner（2010）

对100名被试的互动后非言语行为进行编码，发现低社会阶层背景的学生互动卷入性更强，如频繁

点头、微笑、挑眉毛等，而高社会阶层的个体非卷入动作更多，如无视他人的整理发型、乱写乱画和

烦躁不安。

8.  低社会阶层具有更高的人际敏感性。人际敏感性作为一种高社交技巧在不同阶层中是否展现

不同，哪个阶层更能共情、理解、评价他人能力，并能从非言语的线索中准确评估他人的能力、状态和

特质呢？ David 等（2010）发现，社会地位影响人际敏感，低社会阶层社会敏感度和人际敏感度更强。

在人际互动中，相对于高社会阶层而言，低社会阶层的人际敏感性更高，感知能力更强，在评价和回忆

他人行为和外表方面的能力也更强，这使其知晓如何取悦他人而获得更多回报。由此，在与人交往的

过程中，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对于社交情境的识别能力和评估社交线索的准确度也相较于高阶层能力更

强，他们实则拥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高社会阶层更加自我中心，不过多关注他人的感受和体会，

是高冷群体，而低阶层更关注他人，交流中更投入，也让人觉得更温暖。

四、 心理学视角中关于社会阶层的相关争议

社会阶层通过心理和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目前存在的关于社会阶层的争议较多，其中包括

哪个阶层更支持系统公正，哪个阶层更容易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等。这些研究中关注的影响和研

究结果虽存在争议的，尚难于整合与统一，但是相关的讨论也逐渐使社会阶层的研究趋于深入化和

系统化。

1.  哪个阶层更相信系统公正?尽管前文探讨了低阶层相对于高阶层是否更认为社会系统是公

正的这一问题，但从不同理论的视角出发，也有研究者们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社会认同理论和系统

公正理论认为，低阶层的人比高阶层更倾向于相信其所处社会系统是公正的。然而，从社会支配理

论视角出发，研究者认为低阶层比高阶层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系统公正论认为，低阶层个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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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去维护当前存在的制度，强调现存系统的合理性，更具有公正世界信念。公正世界信念对于

低社会阶层改变群体地位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有助于促进低社会阶层对长远目标

的追求，从而改变地位，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低阶层的不公正感降低，从而起

到维护和强化阶层间不平等现状的作用。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调查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

体，发现社会阶层越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也越低，来自低家庭社会阶层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相对

较低。研究者认为，低社会阶层在现实社会中会更多的体验到不公平，而持续而强烈的不公平感会

成为稳定的社会认知（王培刚，2008 ；郭永玉，周春燕，2014）。相反，社会支配论认为，较低阶层个

体更容易抱怨社会，对社会系统做出消极评价。因为这一理论强调低阶层者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

拥有更强烈地想要改变自身现状的动机，所以他们认为当前的社会系统赋予自己弱势地位是不合理

的，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目前，虽然两者之间仍存有争议，但是却有不少相关数据证明低社会

阶层对于维护社会正义所做出的努力并不比高社会阶层少，反而他们成为社会的“稳定阀”和“安

全阀”。

2.  阶层高低是否可以预测幸福？阶层高低是否可以预测幸福感呢？一般认为，社会阶层能预测

个人主观幸福感，因而，追求高阶层和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但是Anderson等（2012）

发现，社会阶层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人际尊重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要小得多，也就是说，反而是是

否能赢得尊重可以更好地预测幸福和积极情感体验，这一心理现象被称作“局域阶梯效应”（Local-

Ladder Effect）。与此相应，脑科学研究发现，如果实验者在一个小组中自认为处于劣势的话，他们的

认知能力会出现下滑趋势，并会激活其大脑中与“恐惧”有关的区域，此时的实验者会对组内的优势

个体产生嫉妒情绪，所对应的脑区正是“痛觉”区域；当这些优势个体出现失误的时候，实验者又会

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所对应的脑区则是大脑中的“快乐”中心。按照“局部阶梯效应”的假设，

如果在一个平均幸福感都很高的地区，一个幸福感较差的人很容易在与朋友比较中得到更为沮丧的

结果；而如果在一个平均幸福感都不太高的地区，一个幸福感较差的人可能会发现，周围的朋友生活

得都和自己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自己，从而可以带来一些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反映出社会阶层与幸福

之间的预测可能仍需要一些进一步的佐证，高社会阶层未必是幸福满满，而低社会阶层也未必是不幸

的代言人。

五、 已有的研究不足与展望

毫无疑问，关于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低阶层的消极效能常常成为

研究者关注的方面，但是从积极效能的角度重新审视低社会阶层可以从中挖掘更多的积极效应，如果

加以正确引导、积极疏导、强化规范和支持，则更能充分发挥这一阶层群体的优势特性，也能更利于其

发挥独特作用，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偏见消弭。当然，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

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和改进。

1.  需要更多引入对影响社会阶层感知调节变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低社会阶层的结果变量、

中介变量及其导致因素等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以往研究发现，童年环境会引起环境不确定

性从而导致人们行为不同，有贫困童年经历的人会在经济不确定性时表现得更易冲动。不确定性会改

变人们在环境中的控制感，而启动不确定性，会让有贫困童年经历的个体拥有更低的控制感（Mittal & 

Griskevicius，2014）。同时，Kraus、Adler 和 Chen（2013）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降低之间存在

着重要变量，即消极情绪的启动，也就是说，低阶层并不一定带来健康隐患，之所以低阶层者表现出更

多的健康隐患，实际上是由于其具有更多的消极情绪和否定情感。由此，可以发现，阶层研究尚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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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引导的变量需要进一步地深化和细化。

2.  研究设计的进一步精细化和丰富化。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地

细化。目前相关研究以社会学的宏观层面为多，从心理学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入手，尚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有关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刚刚起步，尤其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仍需加强，只有采用多种方法

才能有效地揭示阶层问题。如借鉴内隐认知的方法，通过反应时、情感反应强度等作为衡量标准，可

适当屏蔽一些外在因素的干扰。

3.  关注阶层感知的跨文化差别。在社会阶层心理层面的已有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

西方国家，事实上应重点考虑来自不同地域的研究是否考察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心理因素。

毫无疑问，对社会阶层的心理感知在一定程度应具有跨文化的差别意识，如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命运

观、价值体系等。在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一种个体主义文化，强调独立性自我，而以

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互依性，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对命运观、习得性、无助性等，这些是否都对阶层的感知产生影响，都需要通过跨文化的研究去加

以证实。

4.  提升低阶层群体的身心健康。社会阶层是健康和情绪问题易感性的重要预测源，也会对人

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作用。今后的工作任务将不断围绕着形成和影响低社会阶层的

心理因素和影响因素是什么，其认知的神经基础是什么，社会阶层是如何应该和改变了人的心理与

行为，为何不同阶层的人在感知、评价、适应和改造社会公正系统中表现出典型差异以及低社会阶

层在这种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适应良好的生理、心理和文化机制，并在能在一定程度上有

效开展心理干预且积极促进其身心健康，并致力于在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多视角下进行干预

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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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Tendency of Lower-Class：
A Review from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spectives

GUAN Jian

Abstract：A class is a social group formed by some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iated from others according 
to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us share the similar patterns of attitude，behavior，values and mentality.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produced by one’s membership of lower-class through 
such indicators：physiological condition，ability to make social decisions，sense of control，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experience of stress，cognitive performance，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fact，compared 
with upper-class，the positive effects produced by one’s membership of lower-class have attracted inadequate 
attention. These effects include such aspects as stronger faith in justice，better moral sense，more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greater social affinity，greater ability to mak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and better 
self-monitoring. Through analyzing controversies over social class in the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social 
dominance theory，and local-ladder effect theory，we think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be done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variables influencing class perception and the effect of induction paradigm，diversification of 
priming methods，adoption of 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terference，which 
can enhance the advantages of lower-class and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its negative mentality.
Key words：social class；lower-class；upper-class；socioeconomic status；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